试论出土数字卦材料的用数体系
贾连翔

摘要：目前我们已在甲骨、铜器、陶器以及楚简等出土材料中发现了大量数字卦例，在对其进行细致整理后发现，数字卦在用数体系上存在用“七”还是用“一”的区别。根据用数的不同，我们将数字卦分为“一系数字卦”和“七系数字卦”，它们应分属不同的筮占系统。一系数字卦用数有四、五、六、一、八、九，七系数字卦用数有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在实占卦例中，两系数字筮得的概率都是七、一与六最高，占四分之三以上，其余数字都以八为多，五次之，九再次之，四尚未出现。这种数字出现的规律可为数字卦的区域研究，尤其是楚地数字卦的研究提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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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简整理报告第四辑发表了一篇名为《筮法》的文献，
为数字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系统的理论说明，
其形式与新蔡葛陵、天星观、包山简中的实占卦例相同，这些楚地数字卦材料将有助于数字卦区域研究的开展。同时，我们对出土数字卦材料进行了全面的搜集和整理，发现了一些在以往数字卦讨论中被人鲜为关注的问题，本文将在这些整理的基础上，对数字卦的用数体系作以探讨，
请大家批评指正。

经统计，目前能够确定为数字卦材料的共有142个卦例（不含清华简《筮法》），包括甲骨、铜器、陶器等器物64件，卦例116个，竹简25枚，卦例26个，本文相关统计数据即是在此基础得出的。
现在可以确知，在卦例中出现的数字共有7种，它们是一、四
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用一种揲蓍方法能同时得到这样7个数的结果是十分困难的，李学勤先生早在讨论西周数字卦材料时就曾提出：“淳化陶罐、扶风和沣西卜骨筮数所代表的的揲蓍法，最容易出现一，其次六、八，少见五、九，没有七，可暂称为揲蓍法乙；殷墟甲骨、陶器、岐山卜甲和西周金文筮数所代表的的揲蓍法最容易出现六，其次七、八，少见一、五、九，可暂称为揲蓍法甲。有没有‘七’，是区别甲、乙两种揲蓍法的标志，这大约是在揲蓍法乙中‘七’极难或不能产生之故。”
廖名春、马楠先生根据清华简《筮法》的内容论定，简文中的“一”实际代表数字“七”。
这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，数字卦的用数体系或许可以根据用“七”还是用“一”加以划分。以清华简《筮法》为代表的楚地数字卦，已经明确记载用数为“四、五、六、一、八、九”，可暂称为“一系数字卦”；以此推测另外一个体系的用数为“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”
，可称为“七系数字卦”，它们应分别属于不同的筮占系统。
对于这一设想，目前的数字卦例中尚存有两个难题，似乎成为了这种划分的直接障碍。一是在实占卦例中没有出现数字“四”。张政烺先生曾认为一、二、三、四皆积横划为之，容易混乱不清，遂不用二、三、四，但是这三个数在筮占过程中并非不出现，乃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把它记录下来。
清华简《筮法》第十五节《小得》、第十六节《战》中都举有用“四”的卦例，记作“[image: image1.jpg]


”与楚简中的“厶”字同形，燕国货币上“四”字有作[image: image2.png]


、[image: image3.png]


形，季旭昇先生已经指明是“厶”字，
可见最迟在战国时期，数字卦中四与一、二、三混乱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。出土材料中的数字卦例大多是实际筮占的记录，之所以尚未发现数字四，应该是与所用揲蓍法筮得四的概率较低有关。

另一个难题是卦例中尚有“一”与“七”共存的现象，
它们都出现在商周器物上。这种共存现象包括两种情况：一种是在同一卦例中即有“一”又有“七”；另一种则是在同一器物上即有用“七”的卦例又有用“一”的卦例。我们有必要对具有这些现象的器物逐一进行讨论，以确定设想的标准是否能够成立。
在搜集到的142个数字卦例中，“一”与“七”共存于一个卦例的情况共有6例：
（1）殷墟出土的龟腹甲，其后右甲位置所刻卦例，整理者原释作“六七一六七九”。
 
（2）《邺中片羽二集》中所收的陶爵范，其左侧卦例，张政烺先生释作“一七六七八六”。
 
（3）凤雏甲骨H11:85号上的卦例，曾被释作“七六六七一八”。

（4）◇者方鼎上卦例，曾被释作“六一七六一六”。

（5）大保卣上的卦例，曾被释作“五一七八一□”

（6）[image: image4.jpg]


爵上卦例，曾被释作“八六七六一七”。

仔细考察不难发现上述卦例都有共同的特点，其中的数字“一”不是紧邻数字“七”，就是位于数字“六”之上，且笔划与之相连。我们认为，这些所谓的“一”都是数字“七”，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与数字书写的合文现象关系密切。
数字卦例中出现连续两个“七”的时候，每每用合文的写法，写作“[image: image5.jpg]


”，如《甲骨文合集》第九册第29074片文末卦例、
上引殷墟出土龟腹甲前左甲位置上的卦例、殷墟刘家庄村北卜骨95T1J1：4号上的卦例
等。“七七”合文的书写也存在者很多差异，若竖划没有穿透上横，写作“[image: image6.jpg]


”形，就可能被误释为“一七”，如（2）、（4）、（5）、
（6）；若竖划没有穿透下横，写作“[image: image7.jpg]


”形，就会被误认为“七一”，如（1）、（3），我们觉得“[image: image8.jpg]


”形与“[image: image9.jpg]


”形笔划相连接，是认定“七七”合文的重要标准，因此，上述这些卦例不过是合文书写的不规范或笔划残损而已，它们都是“七七”，不是“一七”或“七一”。此外，“七七”合文还关系到我们对数字卦中是否有数字“十”的理解。
大家知道古文字中“十”与“七”的主要区别在于横划与竖划的长短比例，合文中用一竖贯穿两横，削弱了这一重要区别。按“奇阳偶阴”的原则，十应为阴爻，七则是阳爻，将十与七陷入混乱的局面显然会对后面的解卦过程造成严重的干扰。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数字卦的用数体系中并没有数字“十”，而只有数字“七”，因此就无须将二者进行区别了。
在数字卦例中出现“七六”的时侯，一般也采用合文写法，写作“[image: image10.jpg]


”，如殷墟四盘磨卜骨上的卦例、
父乙盉上的卦例
等，出现“七七六”的时候情况也类似，写作“[image: image11.jpg]


”，如上引《合集》第29074片上的卦例。“七六”合文中七的横划有时与六的尖部相接，写作“[image: image12.jpg]


”，如上引凤雏甲骨H11:85号上的卦例、凤雏甲骨H11:177、
中方鼎上的卦例，
以及殷墟孝民屯铸铜遗址所出编号为2000AGT14①：1的残范上的卦例。
（4）◇者方鼎中的“一六”，应是这种情况的进一步讹化，它是“七六”，不是“一六”。
同一器物上既有用“七”的卦例又有用“一”的卦例共有2件：
（1）殷墟刘家桥村北出土的卜骨，释文作：
一一六六一五。
九七七。
六八八八六六。 
不难发现，用七的是一个三爻卦，与另外两例六爻卦在形式上有明显区别。推想这版卜骨上运用了两种不同的筮占方法，一与七是它们的在用数体系上的区别。
（2）殷墟苗圃北地墓M80发掘的数字卦磨石，
其上三面有卦例，正面刻有：
七六六六六七。
七六八七六七。
六六五七六八。
背面刻有：
八一一一六六。
八一一一一六。
右侧面刻有：
六六七六六八。
正、右侧面的卦例用七，背面的卦例用一，不同的面上用了不同的筮占方法，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。
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，在同一卦例中既用“七”又用“一”是合文书写不规范造成的，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存在的。而在同一器物上既有用“七”的卦例又有用“一”的卦例，则是不同筮占方法的反映。数字卦的用数体系确实存在用“七”与用“一”的区别，以其作为分类划分标准的设想初步看来是可以成立的。

依此特征，我们对楚简以外的数字卦材料进行了统计，包括116个卦例，64件器物。其中，七系数字卦有47例，出现在30件器物上；一系数字卦有64例，出现在31件器物上。如上文所举，这61件器物中有2件上面有七系和一系共存的现象，另有5例（分属5件器物）没有用七和一，我们暂不做分类讨论。最后，我们对两个系别数字卦中数字出现的比例也进行了统计，具体如下表：
	七系
	七
	六
	八
	五
	九
	四

	
	35.5%
	42.2%
	15.1%
	6.0%
	1.2%
	0%

	一系
	一
	六
	八
	五
	九
	四

	
	49.6%
	25.9%
	17.6%
	5.2%
	1.7%
	0%


从中能够看出两个系别的数字卦的共同特点：七、一与六占筮得数字的四分之三以上，其余数字都以八为多，五次之，九再次之，四尚未出现。这种数字出现的规律可为数字卦的区域研究，尤其是楚地数字卦的研究提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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